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论晚清民族手工业的变动因子 

——以湖南为例 

熊元彬 

(湘潭大学历史系，湖南 湘潭 411105) 

【摘 要】晚清是中国政治、经济等多方面都处于“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”的变动时期,是近代工业化、近代手

工业等诸多领域的起点。其中,对于仅次于农业的手工业而言,学界已对清末湖南手工业的资本主义发展和经济社会

的蜕变等问题进行一定的研究,但对于“大变局”时期湖南民族手工业的变动因子,则尚无专题论述。实际上,随着

晚清商品化的发展、商路的变通、商人的助推、政府的倡导,以及军需的促动,湖南等地的民族手工业均不同程度地

发生变动。湖南民族手工业的变动既受奸商、行会与战争等因素的阻碍,但同时又推动了湖南整个近代民族经济的

发展和工业化进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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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内在因子:商品化的发展 

手工生产商品化是民族手工业变动的内在因子和根本原因。晚清以前,相对于江浙等地而言,湖南总体上仍处于封闭状

态,“其民饮稻羹鱼自治,无秦晋商贾巨万之家,赋税俭薄,才敌江浙一大郡”[1](p.21),甚至湖南全省“向无富商大贾,民间较论贫富,

率以租谷多少为等差”[2](p.3)。当时,长沙、益阳、湘潭等地的市场几乎被江浙一带的包卖商控制,他们“来鹿角市之,鹿角、童桥、

孙坞皆有庄,庄皆吴客(江浙商人——笔者注)。蚤起收之,饭而止。岁会钱可二十万缗。盖巴陵之布盛矣”[3]。但是,在区域资源

整合方面,湖南还是出现了商品化的发展趋势,如隶属岳州府的平江、巴陵、华容等县民众就大量种植棉花、木耳、葛、苎麻、

烟叶、蔗糖等经济作物,这些不仅大多属“市卖长(沙)、衡(阳)”的商品,还远销湖北、江西等省[4]。 

前清时期,相对于临近的贵州而言,湖南的丝织业并不发达,“所产蚕丝极微”[5]。当时,湖南养蚕缫丝仅存在于少数州县,而

不像贵州少数民族那样有着遵义等远销云南、广西等外地市场的府绸[6]。湖南土绢的颜色有黄、白两种,以及“单、夹数种,出茅

田者良”[7]。即使近代以降,湖南的丝织业仍未得到多大的发展,亦即使是省会城市,“长沙间有育蚕者,缫丝织绢,谓之土绢”[8]。

光绪时期,衡州府属的耒阳县也出现了土绢,“蚕食土桑吐丝,缫而织之成绢,皂白色,俗呼土绢,产县南清水铺”[9]。 

湖南烟草以衡州为中心,南至永州、郴州,北达岳州,向西则延至邵阳、沅州等地。早在乾隆年间,衡阳瑶族等地区就出现了

“种烟草者相望”的繁盛现象[10]。时至嘉庆年间,湘潭土家族、苗族等民族也种植烟草,不仅进行商品化生产,还出现了较大的包

买主,“土人种蔫,豫给值山主,谓之佃山。客商贩卖,豫给值种蔫之户,谓之定缮,秋后成捆发行”[11]。由于烟草种植获利较高,从

而推动了湖南烟草业的发展,如嘉庆年间善化县“近年种蔫几成美利,或至废田园而为,一亩之焉可获利数倍”[12]。比较利益的促

动使湖南民族大量种植烟草,从而为当地制烟业提供了廉价的原料,推动了制烟业的发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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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为湖南制烟业中心,衡阳制烟业亦最为出名。其他诸如祁阳、邵阳、攸县、茶陵等地所产烟草,也成为衡阳制烟业的原料

供应地,产品名曰“衡烟”,远销北京、广东等地[13]。在兴盛时期,“衡烟”的贸易额可年达数百万[14](p.230)。清朝中期,长沙制烟业

从福建、江西引进刨丝技术,至清末民初,长沙的刨丝作坊已十分发达,出现了制烟业手工工场。 

农产品商业化为民族手工业提供了充足而又稳定的原料,促进了民族手工业的专业化。近代之前,湖南经济作物的商品化有

了一定的发展,推动了民族手工业的发展,使民族手工业渐趋商品化。常德的土丝“悉数商贩”[15](p.21)。嘉庆年间,湖南冶炼铁矿

之后,多“船转运赴湖北汉口发卖”,其生产规模之大,仅辰溪县的采炼工人就“不下万余人”[16]。此外,在湘潭苎麻业中,出现了

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,“俱岁三州,每亩可数十斤,贩贸南省,获利甚饶”[17]。岳州的棉纺织不仅属外销型的产业,而且生产规模较

大,诚如时人吴敏树所载:最初巴陵“多作小布,幅裁尺许,红之可巾,且以张彩饰棺柱,青者以为鞋带”。当时,长沙市场上有巴陵

小布行,“其后二都、三都及冷铺、三港嘴诸处产棉,而一都工作布,绝精匀,谓之都布。二都、三都谓之三都布,男妇童稚皆纺织,

布少粗而多”[3]。近代之后,随着农产品商业化的发展,在一些地区逐步形成统一市场,如 1908 年邵阳武冈州从省内进口商品占

40.9%,而向湖南省内各地输出的商品则占 40%[18]。 

同时,随着西方势力的不断渗透,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亦逐渐蔓延至湖南等内地。1851 年,湘潭易俗河有碾坊 200 户,粮食生产

人员 900 余人,而加工工人则达 4000 多人。长沙素有全国“四大米市”之称。19 世纪末,碾米业进入繁盛时期,主要集中于南起

碧湘街,北至草潮门沿江一带,其中又以潮宗街的碓坊最多,素有“米街”之称。1904年长沙开埠之后,进一步推动了米市的发展,

巴陵县城出现了李树记碾米作坊,有旧币 600元,工人 3名,年产大米 2000担[19](p.80)。根据统计,1908年长沙粮食碓坊有 500多户,

较大的碓坊备置五六套设备,操作采用了雇佣工人,已具有资本主义手工工场的特性。据海关统计,1911 年,湖南全省输出总额为

1864.77 万关平两,比 1904 年增加了 313%。其中,尤以长沙为最,在 1911 年,长沙输出额为 1588.62 万关平两,占全省输出总额

85.2%,较 1904年增加了 514%[20](p.2)。 

近代以降,随着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强推,湖南出口土产品的数量与结构发生较大的变化。在湖南出口土货中,若仍分为四类:

一是饮食物及烟草;二是原料或半制品;三是制造品;四是杂货,“则可发现出口货中最多者为原料或半制品”,占 1000余万两,占

出口总值的 80%以上。其次则是饮食及烟草,200 万两左右,占出口总值的 10%;而制造品约占 10%。在原料及半制成品中,“最多

者为种子及油料”,占 70%以上,五金矿砂占 20%以上,纺织原料占 10%[21](pp.4-5)。 

但是,传统行规的制约阻滞了湖南民族手工业的发展。诚如武冈《铜店条规》所指:“百工居肆,各有规矩,以安其业,苟规矩

不有,则和气不洽,而争竞起焉。”因此,铜店的铜艺,“居是邦者,不下数十家”,而且由于带徒弟雇工者,“每多争竞,较长计短,

致费周旋。爰集同行商议条规,约束人心,咸归无事,庶几和气洽,而业斯安也”。又如,光绪初年长沙《碓户公议行规》所言,湖

南“旧称富足,谷米四处流通,砻坊(碓户作坊——笔者注)开设省垣内外,理宜划一。矧关日食,尤系民生,倘无一定之规,殊非交

易之道”[22](p.182)。 

造纸原料有竹料、树皮等。由于湖南属“产竹之地,几遍各县”,尤以浏阳、安化、常宁、益阳、衡山、新化、平江、资兴、

城步、麻阳、会同、邵阳、汝成、桂阳、黔阳、攸县等地为最多,“故竹造纸之产量亦最多”[23](p.1024)。以至于湖南造纸原料以竹

料为主,湘乡县境内生产楮和竹,从而为造纸提供了丰富的原料,其产品有皮纸、素纸和烧纸等数种。宝庆府属的邵阳县,其造纸

有黄、红、蓝、白诸多颜色,“多系以竹为之”。又如,邵阳东乡的龙山、中乡,以及西乡滩头、隆回等地,“产竹最繁,造纸因众”[24]。

清末,浏阳每年仅产的表纸产值就有 70万两左右[25](p.161)。 

湖南造纸遍及湘水、沅水、澧水、资水等四大区域。当时,宝庆、新化一带,造纸槽户有 3万多户[26]。同治年间,桂阳县属的

芦村和白水洞等地造纸业较为兴盛。同时,浏阳不但产草纸,而且所产的皮纸质量也甚佳,“肌理甚细,与贵州相似”[27]。光绪年

间,耒阳县人民生产草纸,“取解箨新竹沤石灰池中,造作草纸,为他处所仰给”[8]。 

但是,光绪年间,洋纸开始输入湖南,并且其输入量呈增长趋势,1901年“洋纸输入,上不过一百余两”,至 1909年增至 3.3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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余两,9年内增长了 300多倍。时至 1912年,更是增至 12万余两,三年内又增长了 4倍。洋纸多用作印刷,不但年均输入量达 2万

余担,占洋纸输入额的 90%以上,而且 50%以上为日产洋纸[28](pp.157-159)。 

造纸业的发展促进了印刷业的商品化。长沙、茶陵、宝庆、永州是清末湖南的四大书城,在江南享有名气。光绪年间,邵阳

雕版书业发展到最高峰,城内雕刻业经营户有 20多家,刻印工人近 3000人,其中,雇工较多的有“经纶堂”“经元堂”作坊,多达

200余人,最少的雕版作坊也有 30余人。雕版书肆在外埠还开设有分店,如狮子街的彭泽生就在汉口设有庄房。清末,湖南雕版书

业不但规模之大,而且分工之细,专业性较强,有裁、印、排、折、订等各道专业性人员负责的工序。其中,“经纶堂”作坊雕刻

的版片素有“经纶天下”的美誉,仅负责校对的工人就达 60余名,其中王慧卿、刘坤生、文肚子、蒋“瞎子”被称为“三个半神

仙”,刻有《伤寒论浅注》《白虎通》《孔子家语》等为人称颂的佳作。宝庆是湖南乃至全国的坊刻本产地。1892 年,宝庆府属新

化县开始出现“坊刻本”,又名“书商刻书”。新化县城“文德堂”“琼林堂”“文元堂”等书坊通常刊印《增广》《三字经》

等启蒙教育书籍,以及通俗易懂的唱本和直行的旧账簿。其中,规模较大的坊刻本位于新化县城北门外西畬馆的“三味书局”。

该局有刻工 100余人,采用木板复刻古籍书,并聘有专家学者校勘,其出版的线装书有经、史、子、集[29](p.466)。 

专业户的增加是商品化重要的表现之一。清末十年,长沙注册的手工行业达 45 个。据 1912 年北京政府在商部的调查可知,

湖南民族手工业作坊有 400 多家,从业人员一万余人。其中,长沙有 3 家绣庄,绣工 1274 人
[30](p.231)

。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,隆回滩

造纸作坊 80多户,工人 900余名,1902年经岳州、长沙两关输出纸的总产值就达 1483关平两。民国初年,浏阳唐氏的古山牌贡纸

还远销东南亚等地,但均采用手工生产,直至 1912 年才由官商合办了“华丰造纸厂”,从日本购置设备,开始采用机器造纸
[31](pp.11-13)。 

鸦片战争之后,湖南民族手工业资本主义萌芽加快了速度,其中尤以制茶业最为突出。据统计,1861—1880 年,湖南输出的茶

产量年达 100 余万担。从制茶业的规模来看,仍有较大的发展,如仅安化的茶庄就达 80 余户,每户雇有 300 多名工人从事拣茶、

烘焙、筛等工序,其砖茶首先经洋行收购,然后出口,全县茶工人数“五六万”,具有典型的资本主义工场民族手工业特征。此外,

醴陵、平江等地的“茶庄数十所”,仅拣茶这道工序的贫民妇女就在 2万人左右[32](p.2)。当时安化的茶庄有 80多家,每家雇工 300

余名,从事拣、筛、磨、捞等分工,专制砖茶,然后由洋行收购出口。 

光绪初年,猪鬃业成为湖南新的民族手工业。在广东经商的湘潭人了解到猪鬃可用作制造毛刷之后,在湖南大量收购猪鬃,从

而在湖南兴起了猪鬃业。当时,规模较大的猪鬃业有何益盛、周乾裕、朱洪盛、邱合盛等商行。据统计,湘潭全年加工整理的猪

鬃量就达 2000担,每担售价 100—200元,不但运销本国,而且有 1000多担还转销日本及欧美各国[33](p.561)。 

商人雇主制迅速发展是商品化发展的表现。清末,湖南汕号、茶庄、夏布庄迅速发展,不但数量多,而且资金雄厚。光绪中叶,

安化茶号达 100家,“金融活泼,农村繁荣”。就经营模式而言,茶商已采取了西方的股东制,就资金而言,单独经营者“每号资本

由数千元到十万元,专收买红黑茶,分别精制”[34](p.25)。1912年,湖南民族手工业海关出口总值达 290万海关两,是湖南省出口总值

的 22.5%。 

二、助推因素:商路的变动 

近代商埠、铁路、公路等新型商路的出现是民族手工业商品市场的助推因素。鸦片战争前,中国仅有广州一地通商口岸,而

湘潭则是全国进出口的中转站,不但“凡外国运来货物,至广东上岸后,必先集湘潭”,然后再由湘潭分运至内地,而且“又非独

进口货为然,中国丝、茶之运往外国者,必先在湘潭装箱”,然后再转销至广东,再行出口。因此,在湘潭与广州之间,“商务异常

繁盛”。近代之前,“交通皆以陆”,凭借劳动工人“肩货往来于南风岭者,不下十万人”。南风岭地处湘潭与广州中央,是两地

往来的“必经之孔道”。南风岭及其附近的居民,“咸籍肩挑背负以为生,安居乐业,各得其所”[35](p.46)。当时,湖南的药材较多,

无论是运销西北的货物,还是从印度、越南、泰国、缅甸等国输入的药材,也都集散于湘潭。据《湘潭县志》所载,每天来自国内

外的舟轮,“自杨梅洲至小东门岸,帆杈集连 10里,厘市日增,蔚为都会”
[36]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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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此可见,近代之前湖南是中国内地的重要通道。洋货从广州北上,经五岭、郴州,再至湘潭集散,分销各省;而各省土货则先

集中于湘潭,然后经郴州、五岭而达广州,分运出洋。如湖南的桐油,会集于湘潭之后,除了本地消费之外,其余则分销各省,以至

于“湘潭经营桐油者极盛,设行二十余家”
[37](p.73)

。 

但是,1842年《南京条约》签订后,清政府被迫将广州一地的通商增为五口通商,从而改变了商路,使湖南地区,特别是湘南、

湘中地区的运输工人大量失业。全国的商业重心已从广州转移至上海,“外洋商品也大部不再逾五岭陆运入湘,而改由海道北运;

云、贵等省物产亦改经广西梧州外运至香港放洋”。1861 年,汉口开埠后,山西、山东、河北、陕西、甘肃五省的货物“也多改

道由汉口顺大江外运出洋,不再南经湘南”[38](p.95)。 

1851—1874 年间,湖南区域外市场受阻,“华南内地商路,因之亦多阻断,广州逐渐与外界隔绝,除了五岭以南毗连该地之腹

地以外,商贾咸裹足不前”。湘西洪江自古就与邻近的贵州有着密切的商贸往来,然咸丰初年因长江不靖而阻滞不前,大量土产滞

留洪江无法贸易。咸同战乱之前,湖南所需的盐百分之七八十来自淮盐,当时商民可贩运煤炭、桶茶油、纸铁等土产至汉口,以易

盐而归,但之后,因“贼窜湖广,扰江皖”,从而使广东与武汉等地的商路受阻,不但“江淮道梗,淮南片引不到”,而且“两粤多

故,粤引亦不时至”,继而使盐价暴涨,不但农民的土产无法售卖,而且商贩亦深受其害,“商贩贸迁阻滞,生计萧条,向之商贾今

变而为穷民,向之小贩今变而为乞丐,如是而商困”
[21](p.592)

。 

咸同战乱造成的荒芜区域,粮食需求量自然减少,从而影响了商路的发展。“茶不再取道扬子江这一条危险的路途”,而是辗

转于“山路而来”,途经安徽、江西、福建和浙江的山路,“并在上海找到了一个市场”[39](p.524)。但是,咸同战乱时期,仍有部分地

区的民族手工业获得了一定的发展,如地处湖南东南部的醴陵,其民族成分复杂,“土瘠民贫,素非商贾丛集之所”,但自咸丰三

四年之后,因洪秀全“东下,大江梗塞”,凡是江浙闽广川黔,其“诸商贾率道乎是。舟车往来,络绎不绝”[38](p.246)。 

随着上海、南京、汉口等商埠的洞开,湖南商路在全国中的地位渐次衰落。咸丰以前,商民贩运煤炭、竹木、谷米、纸张、

铁产品、桐茶油等“远赴汉口销售,易盐而归,分销各岸”[21](p.592)但咸同战乱阻塞了楚粤商贸往来,因“商贩不通”,以至于大量木

材、桐油等商品滞留于洪江,如盛产木材的辰州,同治初年由于“匪踪滋漫,焚斫殆尽,即有较为完善之区,而兵勇进剿,沿河一带,

亦经伐尽无遗”,从而使木材的价格“较从前昂贵至六七倍之多,商贾亦惮于艰险,裹足不前”[21](pp.592-593)。又如,湖南的桐油不能

远销江苏等省份,以至于“江苏油贵至每百斤易银六七两”,而滞留在洪江的桐油则只能以“每百斤不过一两六七钱”[40](p.61)的

方式贱卖,同质同量的产品价格形成极大的落差。汉口开埠后,成为长江中下游的集散地,湖南的鞭炮在汉口设“瑞华祥”“廉达

利”“绥丰泉”等分庄,同时湖南植物油、茶叶等亦大多“运至汉口,转售外商”[41](p.123)。湖南桐油以外销为主,白桐油多汇集于

汉口,然后经洋行出口,红桐油则汇至镇江等处,销售地为国内市场。总体而言,湖南有三个集散地:其一,从沅水流域集中于常德、

洪江;其二,从澧水流域运出,汇聚于津市;其三,从湘江流域输出,汇聚于长沙
[24](p.183)

。就贸易量而言,津市的桐油贸易仅次于常德。

清末,桐油“集散量 1万至 2万担”[42](p.110)。 

衡阳是湘南的商业中心,周边各县的茶油等土产均经此地,然后转销省内外。1842 年,五口通商之前,桐油几乎无出口贸易。

当时,湖南桐油的商路主要有两条。其一,从湘水流域的湘南诸镇经湘潭,然后至汉口,或从沅水流域各镇聚集于常德,再至汉口,

最后分销山西、湖北各地;其二,除了“生洪”“水秀”“中秀”在汉口销售之外,“熟洪”与“尖秀”的桐油不但产量较大,而

且品质最优,以致“大多数集中于镇江”[43](p.59),从湘西洪江、常德经汉口进入镇江,然后转销江北一带。但是,五口通商之后,输

入湖南的商品日渐增多,而湖南的茶叶、瓷器、木材、桐油、夏布、土纸、鞭炮的输出量也有所增加。为了市场的需要,湖南桐

油的商路发生较为明显的变化,除了洪江至镇江的销路未变之外,湘水流域的桐油则不再集中于湘潭,而是汇聚于长沙,转至汉口,

然后再转销出口。 

商埠的洞开推动了湖南民族手工业的发展。岳州、长沙开埠之后,常德、湘潭被辟为“寄港地”。其中,1899年岳州开埠后,

常德、湘潭曾一度从长沙改为从岳州出口,但 1904年长沙开埠后,则又回归从长沙直接出口,而不再经汉口转运。此外,湖南其他

各地的商路也有所变化,如岳州开埠前,澧水流域集中于津市、资水流域集中于益阳,然后再从岳州运至汉口转运出口,但岳州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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埠后,则直接从岳州出口,而不再经汉口转运。沅水流域则汇集于常德。广州开埠后,湖南所产的“湖红”吸引了大批客商。他们

不仅在湖南大量收购“湖红”,还将其技术改良,然后再将其转销至欧洲等国,从而使湖南茶叶出口量大增。其中,广东客商首先

在安化制茶技术上进行改良,然后长沙、浏阳、新化、益阳、平江、湘乡桃源等地也竞相仿制,从而推动了湖南红茶的发展。据

1871 年《平江县志》所载,早在道光末年,湖南“红茶大盛,商民运以出洋,岁不下数十万金”。就种植情况而言,凡是山谷间,之

前种植红薯的地方,“悉以种茶”[21](p.482)。 

商埠的开设加强了各地的商贸往来,而铁路的新建则如虎添翼,二者共同促进了商贸的发展,使自然经济逐步解体。1899年湖

南岳州开埠,1904年长沙开埠,1905年湖南开通株萍铁路,1911年又开通长株铁路,从而便利了商贸发展。相对于新型的铁路而言,

商埠的影响不是很明显。如 1900年不但岳州贸易总值仅有 14余万两,而且 1904年省会长沙的贸易总值也只不过 280余万两,但

是,1905年株萍铁路通车后,岳州、长沙的贸易总值合计则达 640万两,较 1900年岳州贸易总值增加了 40倍。1908年,岳州、长

沙的贸易总额更是增至 1200 多万两,在 1905 年的基础上再次增加了 1 倍。长株铁路通车次年,岳州、长沙两关的贸易合计更是

高达 2830多万两,再次在 1908年基础上增加了 1倍[20](pp.1-2)。 

湖南商埠的开设,使机制洋纱得以大量输入,推动了湖南棉纺织的发展。1900年,岳州关棉纱输入量为 573担,时至 1903年岳

州仅销售的洋纱就约增至 9000担,其中转销内地者 2300担
[44](p.30)

。同年,长沙关棉纱输入量为 3445担。之后,岳州、长沙两关“历

年输入增加”。长沙开埠后,日英美等国纷纷至长沙开店,从而使长沙北门、朝宗门,以及大小西门外,“市面大兴,小轮络绎,颇

有蒸蒸日上之象”[45](p.51)。民国初年,在政府鼓励发展实业和全国倡导“国货运动”的强烈影响下,洋纱进口量明显下降,而上海

等发达城市所产的国货则逐步转销全国各地。如 1912 年,长沙关进口洋纱量已减至 2144 担,而国产纱则达 7366 担,进口的棉纱

“大都为织布原料”[46](pp.45-46)。 

虽然印度纱在中国的绝对地位一直持续至 1924年,但自 20世纪初日本纱已逐步取代了印度纱在湖南占据首席的地位。例如,

在岳州进口的 9000担洋纱中,日本纱占 1600 担,而印度纱则仅有 663 担,岳州销售日本纱“约居二分,印度纱约一分”。20世纪

初,日本纱已取代印度纱在湖南的地位。当时,常德、岳州、澧州等地的织布者,“近来全系参用洋纱”[43](p.30)。由于土纱织布虽

结实耐用,“却不美观”,而且与土纱与洋纱混合织成的布相比,“其生产成本极高”,因而“仅仅是用土纱织成的土布现在已经

很少了”。土纱与洋纱混合织成的布,不但体重轻,而且“又结实又匀细,所以最为行销”[21](p.459)。这种洋纱混合织成的布经染色

之后,不仅在内地销售,还“复运出口销售”[47](p.44)。据 1908年估计,之前岳州每年产量 2万匹,常德更是高达 60万匹[21](p.459),但相

对于土纱而言,这种混合织成的布的确“厚暖则不足”[43](p.30)。 

在进口洋纱的同时,商埠还进口洋布,继而使土布与机织布在激烈的竞争中推动了土布的改良。在洋纱进口量增加的同时,棉

布进口“数量亦逐年增进”。由于进口的洋布“幅门较宽,品质亦细”,为土布“所不及”,因而“采用厂纱织布进而至土布之改

良”。如“加阔”布匹的幅门,并将旧日的产销组织从家庭工业“扩大为机坊工业”。当时,长沙、湘潭、邵阳、芷江、洪江等

地“均有设立”机坊工厂。1921年前后,湖南“机坊工业”“已极发达”。同时,湖南改良布还采用脚踏铁木机,使土布品质得以

提升,特别是平江布更是“著闻于全省,即为此种改良之结果”[44](pp.45-46)。 

岳州向来是湘北的民族手工业枢纽,尤其是布坊、米坊、染坊等更是远近闻名。岳州开埠前,其关内的城陵矶只不过是一个

“异常寂寞”之小镇,但开埠之后,商人不断增多、商船可谓往来如梭,以至于“生意顿盛”,洋布丝绸皆由此入口,其中仅洋纱一

项,“每日所获,综计不下三四百金”[48](pp.192-193)。据 1911年统计,长沙当时有诸如享誉盛名的英国亨达、太古、怡和洋行,美国的

恒信、美孚没有公司,以及日本的中岛、山本洋行和德国的瑞记德孚洋行等,合计为 22家,洋商 168人
[49](p.117)

。 

岳州、常德除了输入洋纱、洋布之外,还有染料、药品、等日用品,但几乎无机器设备,而输出的只是诸如茶叶、桐油、茶油、

苎麻之类的农产品和一些煤铁锰矿等矿产品原料。据统计,长沙开埠不久,英、美等国洋行就以每吨 53两银贱价向“水口山”订

购了一万吨黑铅砂,并以 20两银每吨低价购买了 4000吨白铅砂。双方规定:“伺候铅砂即以此为定价,不得卖与别行。除如约开

采铅砂外,并不得提炼成铅。”
[50]
从而垄断了这里的铅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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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主体因子:商人的助推 

近代商人既是经销商,又是生产者,是民族手工业变动的主体因子。近代之前,封建政府力行重农抑商政策,商人的地位极为

低下。近代之前,桐油商人多来自祖传或贫困子弟拜师学徒者,也有极少数弃学而经商者,但之后桐油商人的成分则明显发生变化,

在原有的基础上增加了其他三种来源:其一,清军复员的将士和太平军失散的士兵。如洪江庆元丰老板刘岐山在 1860—1865年间,

曾在太平军充当士兵,但在九江北岸作战之时,由于与太平军失散而离开队伍,专为经营桐油。其二,虽经儒学熏陶,然不愿入仕途

的桐油商人。如洪江杨恒源油号老板杨竹秋,在幼年读书而至政法书院,并成为秀才,但民初湖南都督谭廷闿劝其从政之时,“他

婉言谢绝”[51](p.96)。专门从事桐油业。其三,虽步入仕途,但之后退而经商者。如庆元丰油号刘岐山之子刘慎伯,本为优廪生,曾任

洪江保管局局长和洪江商会会长,但后弃仕途而经营桐油。其四,集官商于一身者。如洪江张积昌油号老板之子张秩永,不但经销

桐油业,而且本为“捐员外郎”,出任广西道台,“雄心勃勃,企图在辰溪南庄坪新辟市场,修建一条街,建房数百幢,免费供外人

迁往经营”[52](pp.128-129)。 

丝绸、茶业向来是中国出口的主要产业,而湖南茶叶的大量输出则属晚清。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,由于“两粤茶产不多”,因

而列强“爰由粤商赴湘示范”,从而使湖南安化茶农“改制红茶”[21](p.481),继而使湖南茶业得以大量输出。1858年,粤商佐帆经湘

潭抵达安化,传授红茶技术,使安化茶农改制红茶,“转输欧、美”。由于获利甚丰,安化各县竞相仿制,产额日多,这不仅成为安

化红茶制造的起点,而且“亦即浑南茶对外贸易发展之嚆矢”[53]。 

近代之前,贩运茶叶者“多系大商”,而之后随着列强势力的渗入,代理商“又多领洋人本钱”[54](p.5),将湖南茶叶运销国内

外。太平天国结束之后,湖南“茶运稍畅”,“洋商续在各口岸收买红茶,湖南北所产之茶,多由楚境水路就近装赴各岸分

销”[21](p.483)。近代以降,衡阳民族手工业得到较大的发展,衡州城内有专门的烟墨作坊,“衡商得其专利”。据统计,衡阳的制烟业

有九堂十三号,每堂每年资本收支 10多万金
[9]
。近代引进股份制之后,茶商多采用股份制经销茶业。单独经营茶业者,每号资本有

数千元至十万元,“专收买红黑茶,分别精制”[55](p.25)。 

商人致富之后通过募捐等方式兴办公益事业,从而促进了传统“在商言商”向“在商亦言政”双重角色的转变,“举凡地方

公益事业的兴办及各项募捐,莫不以洪油业为主”。如 1880年开办的育婴堂,张积昌油号捐款额达 1800两银,可谓“独占鳌头”。

在赈饥救灾、建渡修桥、防火建设和购置器材等方面,“洪油业无不乐捐巨款,名列榜首”[53](p.133),从而使近代湖南交通更加便利,

促进了商品发展,如航船业,1899年经岳州关的船只仅有 12000多吨,但 1904年长沙开埠当年,长沙、岳州两关的船只就增至 100

万吨[47](p.39)。 

湖南近代棉纺织的发展得益于谋生者和专业性商人等群体助推。中日甲午战争之后,日本在华大量设置纺纱厂,继而逐步取

代了印度纱在中国的首居地位。据岳州访函可知,自设立海关以来,经销洋纱的商人“生意颇盛”,因为“洋纱价廉省工,织出之

布,匀净光洁,四乡贫家妇女,必借此谋生”[56]。所以,“洋纱一宗,尤为畅销”。当时,岳州经销洋纱者有 45家。除了谋生者经销

洋纱之外,专业性的商人更是起了较大的推动作用,如岳州海关所载,湖南人“爱买东洋纱者多,缘该商行之经理人,甚讲求推广

销路”[57](p.28)。 

商人势力增强后,就出现了“在商言政”的局面。近代以降,湖南茶叶商人不断壮大,但是由于他们缺乏外语知识和商业实践,

因而很难在市场上竞争,于是试图以政治为突破口,请求张之洞在两湖书院增设“泰西方言和商务”,以此作为两湖“茶叶贸易

的一个措施”
[19](p.175)

。商人的这些建言为张之洞所采纳,张之洞由此决定每年招收 40 名茶商子弟,由茶商出资,兴办自强学堂。

1911 年 6 月,焦达峰在汉口与刘肖堂和浏阳布商周海文将夏布运至汉口,在谈及加入同盟会湖南分会之时,均表示:“出质布匹,

得金分配各机关。”[58](p.251)可见,商人不但参与政治,而且推动了民族手工业经济的发展,如长沙光复前夕,革命党人曾杰、黄昌濬、

李洽等四人自制炸弹,其中,弹壳由黄昌濬在长沙城堤的“义记灯铺”定做,然后其他程序则分配至各灯铺制造,从而在 48小时之

内赶制完成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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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10年,新化铁商苏代艺、攸县铁商萧敦泰、茶陵铁商李金生、安化铁商梁伯佑等联名上书湖南咨议局,请求废除厘金制度,

以便“剔除救弊”,发展实业,促进贸易。从《湖南省咨议局第一届报告书》可知,他们对厘金税局进行批判,认为攸县等厘金税

卡对沿途的货物进行验票,运至湘潭更换大船过载之时,还须缴纳“过担之厘”。之后,又须抽“落地之厘”“出口之厘”,甚至

在每个巨卡之时,“非多给局丁规费,往往以少报多,浮收无厌,欲壑不填,彼必勒令搬舱,留难数日不验”[59](p.103)。 

外商的刺激促进了湖南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。1902 年,龙湛林、王先谦等人在湖南首创了阜湘总公司,即湖南炼矿总公司,

同时黄忠浩、喻光容还集股创办了沅丰公司。清末,长沙铜官陶业繁盛之时,“各省陶商至铜官订货者云集,为长江流域陶业之

冠”[60](p.109)。商人将洋货转销至湖南等地,促进了湖南织布、成衣、袜业的发展。 

随着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不断渗透,传统的牙行逐步成为外商的代理机构。据统计,1867 年长沙的牙行达 95 家,按其经营可

分为三类:其一,替生产经营者代销的牙行,这些牙行的仓库和栈场均较大,如长沙的粮本行;其二,代购代销的牙行,这类牙行资

金较为充足,可为各地代购代销各类产品;其三,替买方代理的代理牙行,双方订有契约,如产品质量、数量、价格及交货日期等均

列入契约之中。光绪年间,长沙不仅各种店铺、行栈均有所增加,还形成湖南全省的茶叶、粮食最大集散地。1912年,湖南全省民

族手工产品出口海关总产值达 2899158海关两,占全省海关出口总产值的 22.5%。同年,湖南的矿业出口总值仅有 428922海关两,

仅为全省出口总值的 3.3%
[61](p.1016)

。可见,1912年湖南民族手工业出口总值是矿业出口总值的 670%。 

商会是经济发展的产物,是资产阶级的社团组织,是适应经济正常运营的商业机构。中国商会最初出现于鸦片战争之前,当时

英国商人为了掠夺原材料,倾销工业品,从而在广州设立了英国商会和洋商总商会。20 世纪初,随着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强推,封

建性传统的行会制度严重束缚了民族手工业的发展,从而为商会的出现酝酿了土壤。为缓解财政危机,清政府推行新政,施行了诸

多振兴商务、奖励实业的措施。1904 年颁布《钦定大清商律》,首次在法律上突破了“重农抑商”的传统,承认了商人的合法地

位,为商人及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政治性保障。在清政府推行新政的鼓励下,1903 年湖南设立了半官半商、兼具工商行政官吏职能

的商务总局。 

“在商言政”体现了商人地位的变化,以及与政府的关系。1906年,湖南政府选择大盐商郑先靖为第一届总理,正式成立了纯

属商办的商务总会。1907—1909年湖南政府又先后选任从事绸缎、兴建大煤栈的民族资产阶级代表陈文玮为第二和第三届总理。

1910年,湖南设立全省性的工业总会,其宗旨在于摆脱行会束缚,使其具有管理民族手工业的职能。据《湖南工业总会第一届报告

书》公会总章规定:“除工界造出货品售出时应归商会管辖外,所有男女手艺大小工匠,机器制造各公司所店厂馆社暨艺徒等类事

务自应归公会经理。”可见,民族手工业者已开始用独立的组织方式来维护自己的权益,而资本家则甚少涉足工业总会。 

据统计,在长沙、湘潭、善化、浏阳等四县,工业总会的会员达 86 个,而且很难发现一个稍具影响的近代资本家,而可考证,

并具有影响的民族手工业者则有 8人。这些具有影响的民族手工业者担任了工业总会的要职,如浏阳西乡夏布商师达武就任工业

总会庶务一职,另外一个民族手工业者师立道任工业总会调查。他们积极响应湖南光复的号召,为军政府极力筹款,其中有的用契

据抵押,有的按铺户资本酌派,有的则由于个人仗义集合资本,“纷纷筹助,各有争先恐后之心”。极力援助武昌起义,如鞋业公所,

仅在三天之内就赶制了 3000双军鞋。虽然就组织而言,工业总会有别于商会,但在工商业的合力作用下,湖南商会还是有了发展,

时至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之前,湖南共出现了 15个商会[62](p.76)。 

但是,在助推的过程中,奸商与行户相互欺瞒却制约了民族手工业的发展。茶业行户规定,凡是茶价,“商人应给行用钱”,并

定为 30文,但在“产户茶价内”则每串扣钱 50文,“以给行户”。同时,“行户又瞒商人”,在茶价内每串多取 50文“背手钱”。

此种欺瞒被揭露后,“商人不准行户收取,亦不归于产户”,而转归商人照常收取。因此,“奸商恶行,变易成规,侵渔乡民,深堪痛

恨”[21](p.482),严重地影响了民族手工业的发展。 

四、引导因子:政府的鼓励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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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府与商人都是推动民族手工业变革的重要因子,有着诸多的相似之处,但作为经济变动的执行者,在诸多措施方面,政府的

作用更大,特别是在晚清官督商办的过程中,可以说更是起着引导性的作用。咸同战乱之后,湖南政府采取了一些安抚人民的措

施。据时任衡州知府的胡文炳所载,咸同战乱“事定之后,余察此情,乃为公示”,于是劝民栽桑种棉,“以为布帛之本”。同时,

胡文炳还“虑空言之无益也”,捐钱制 300 余具纺车,分散城厢内外,并指出“今衡商妇女教之纺。又虑其纺成而无所集也”,于

是发 500串钱,专门招募甘广生、谢连顺等衡商,“开机坊招机匠,以终具事”[63](p.32)。 

1874 年,左宗棠镇压陕甘回民起义之后,整顿西北茶务,实行票法,招揽商贩,除了之前陕西、山西茶商(东柜)与回商(西柜)

之外,还招徕湖南茶商,大量贩运湖南茶叶[64](p.15)。从此,湖南茶叶经西北远销俄国境内,在晚清时期处于鼎盛时期。据调查,在鼎

盛之时,湖南茶产量约 100多万担,其中仅安化东坪、黄沙坪、酉州等地的就有 80多所茶庄,年产七八十万箱。就销售而言,销往

俄国的湖南红茶约占 70%,销往英、美占 30%。之后,随着两广经济的发展,湖南红茶经香港转销至英、美增至 40%,而 60%“仍由

恰克图销于俄国”[21](p.481)。 

在清政府推行新政,鼓励发展实业的倡导下,部分商人、地主及官僚纷纷投资民族手工业。其中,湖南宁乡县的制锅业就是由

光绪中期安化、益阳铁商兴办起来的。1906 年,熊希龄创办醴陵瓷业制造公司。当时醴陵瓷业“恃以为生者无虑十万人,然瓷商

类多设厂自制,他业亦然”
[65]
。即使是湖南第一家湘裕炼锑厂,也是由士绅合股投资,由张祖国、朱恩缙等股东组成。在士绅控制

的湖南矿务总公司中,由总公司直接委托绅商采办的就有 22处,下属三路由绅商开办的矿产有 56处,加之山主请求归公核办的 33

处矿产[66],合计达 111处。 

同时,清政府还饬令邮传部及各省兴办工艺局,兴办工场,鼓励各地兴建工艺技术学堂和实习工场,推广新技术。1903年,商部

接办中央工艺局,并扩充整顿。据统计,至 1907 年中央工艺局已全部开工,设有织工、染工、皮工、料工、绣工、木工、井工、

藤工、纸工、铁工电镀、图画、画漆等 12 科。1908 年,中央工艺局有 12名工师、44 名匠目、53名工匠、392 名工徒,合计 501

人。 

清末中央工艺局的创设及其实践,为推进湖南等全国民族手工业做出表率。据统计,1911年前,湖南创设的工艺厂、工艺学堂

就有 11 个。其中较为出名的有 1904 年刘司马创办的工艺局、永州创办的永州工艺局,以及 1906 年湘潭傅冠南创办的手工实业

学堂、熊希龄创办的醴陵瓷业学堂、善化唐济时创办的求是学堂。此外,还有长沙理化工艺实业学社、官办工业学堂、省立艺徒

学堂等等。这些工艺学堂的创办为民族手工业发展储备了人力资源和技术工,而工艺局的创办则有助于各部门对民族手工业的管

理和指导,推动区域之间手工技艺的交流。甚至一些工艺学堂还自设工艺厂和工艺局,成为专门的民族手工业工场。 

在清政府的这种倡导下,湖南政府引进西方先进的种植技术,并进行机器生产。其中,为发展蚕桑业,1898年,湖南士绅梁肇荣

等集股不但筹设“梁肇荣水利公司”,推广新法养蚕,而且还设立机器制茶公司。这些机器制茶和新法养蚕,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

湖南近代民族手工业的发展。为“考求新方法为宗旨,以改良湖南农业日有进步”[67],于是 1903年长沙成立了农务试验场。1904

年 3 月,农务试验场正式开办,不及一年,不仅试养了一次春蚕,还陆续种植了 7000 株桑树,甚至还采用英国肥料种植棉花、甘蔗

等经济作物。1905年,湖南农务局从浙江选购 70多株湖桑,种植于长沙北门外,并劝导农民分购移植他处[68](pp.89-90)。1906年,常德

设立“常德蚕桑学会”,“召集艺徒教以蚕桑新法”[69]。同年,湘潭县创办种植公司,种植桑柳。1908 年,湖南政府创办“湖南农

业学堂”。 

食盐专卖是政府既定的国策,但太平军占领南京后,“私盐”逐步合法化,从而使四川、广东的“私盐”不断涌入湖南等地。

基于此,1853 年,户部奏称,凡是川、粤之盐输入湖南境内,“无论商民,均许自行贩鬻,不必由官借运”,同时还令川、粤各督抚

“招来商贩,远赴邻村”[65](p.397)。随着“私盐”在湖南的运销,由于无论是质量还是价格方面,“私盐”都占优势,以至于淮盐逐渐

失去原有的主导地位,“淮盐久不到湘,已成废岸”。咸同战乱之后,即使清政府极力采取行政手段,试图重建淮盐的专卖,但却遭

受湘军势力的抵制。当时,曾国藩指出,取资于川、粤盐厘的两湖军饷“为数甚巨,未使骤然禁绝”,因而主张根据邻省川、粤盐

价定议每斤八文,江苏盐“每斤完厘九文半,以充鄂、湘军饷”
[2](pp.3-4)

,从而促进了食盐产销朝着资本主义方向发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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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近代工业始于 19 世纪 60 年代李鸿章等人开启的洋务运动,而湖南近代工业则始于 19 世纪末洋务运动结束之时。1895

年 8 月,湖南巡抚陈宝箴从厘金局提银 50 万两,创办了官办的湖南矿务总局,相继在常宁水口山铅锌矿、新化锡矿山锑矿、平江

黄金洞金矿开采。1896 年,陈宝箴又创办了湘善记和丰火柴股份公司、宝善成机器制造局,这些都是湖南近代工业兴起的标志。

之后,在政府的鼓励下,不仅促进了民族手工业的发展,还推动了湖南工业化进程。 

辛亥革命后,在政府发展实业的倡导下,湖南民族手工业获得了一定的发展。1912 年,英国驻长沙领事基尔斯指出,自辛亥革

命后,几乎每天都有新公司注册,其最大的目的是尽可能地使湖南在工业上“不仅不依赖外国,而且不依赖其他省份”[70](pp.849-850)。

据统计,在 1912 年湖南海关出口总值中,民族手工业出口总值达 2899158 海关两,为全省海关出口总值的 22.5%,同年矿业总值为

428922海关两,占全省海关出口总值的 3.3%,即民族手工业出口总值是矿产总值的 670%[20]。 

五、特殊因子:军需的促动 

近代军事需求是民族手工业得以变动的特殊因子,既打乱了既有的商品经济流通,但同时又促进了军需民族手工业的发展。

对于湘军与湖南经济的变化,有学者已进行了某些研究,认为湘军的兴起“导致了湖南经济、社会结构根本性蜕变”[71],但尚未结

合湖南民族手工业的变动进行论述。实际上,太平天国运动不仅促进了湖南经济、社会的蜕变,还促进了湖南民族军火、军需棉

布等手工业的发展;不仅使数十万湘军的“军器多由湖南办运”,还使湖南于 1852 年创办了湖南炮局和船局,专门制造三板、长

龙、快蟹等战船,生产重达八九千斤的大炮[2](pp.117-118)。据统计,湘军每年所需数百尊熟铁炮,“大部分用来装备曾国藩的水师战

船”[72](p.69)。 

湖南枪炮民族手工业的发展继而推动了湖南冶矿业的发展。咸同年间,新安、茶陵等四县铁厂“不下百余厂,熔成六七千石”,

合计年产 100 万石,可解决数万人贫民的生计。1866 年,长沙出现了 48 个铁厂,加之陶家老屋、乌鸦坝、沙坪、龙飞岭“皆是”

兼营军火作坊的钢铁之地,“承揽湘乡人熬硝”,而这些“硝户必湘乡人”,以至“所居必铁铺”。据统计,湘邑年销硝量 2500斤

的产品均为硝户承办煎熬[72](p.124),领取工资。咸丰年间,仅湘潭的“苏钢”作坊就达 40 多家,但光绪中叶,因洋货的输入,遂减至

5—6 家[22](p.367)。同治元年,湖南不仅“仍在桂阳州开矿采办”,还在湖南四处寻找新矿源,甚至广泛收买矿产。1858 年,湘乡知县

奏请在县内陈家山“试采磺砂”,采获 5.68 万斤。同时,湘乡还在安化至娄底沿岸的煤垅之地获取磺砂,“饬令随时收买解省供

用”[2](p.302) 

除了制造枪炮、战船之外,湖南火药局还制造火药、铅弹。由于郴州、桂阳等地所产的黑铅、硫黄“原料充足”,每年弹药

产量达数 10 万斤,以至于湘军所耗用的火药“大部分是由这个厂供给的”。如 1858 年仅一次接济广西的火药就达 7.7 万多斤
[72](p70)

。特别是曾国荃炮轰南京之时,所需军火量甚巨,“四万斤火药仅敷半个地洞之用,则十余洞纯须三十万斤”。同时,曾国藩

的祁门大营“二十余日已解至十二万斤”[73](p.1122)。这些火药几乎完全仰给于湖南,使曾国藩大营“着东征局每月不过得药七八万

斤”[73](p.1006)。据此可知,湘军年均所需火药近 100万斤。 

咸同战乱时期,由于湘军所需的衣服、帐房、旗帜等大增,且主要仰给于湖南,从而促进了湖南纺织业的发展。曾国藩在湘军

离省之处就指出:“永丰大布,厚而不贵,吾意欲办好帐房五百架,又宽又大结实,以为军士寒天之用。”[73](p.273)曾国藩的这一号令,

从而成为湘军采买军服、帐房的定制,致使左宗棠远征西北之时,觉得甘肃所制的军装不但价昂,而且质量低劣,根本“不如从远

省购运之费省工良”,继而指派专员赴湖南采买。从湘军及左宗棠西北远征军的消费来看,所用帐房、军服、旗帜等每半年一换,

而数十万人每年又须两次的换季衣料,因而所需纺织的商品量较大。醴陵在“营业盛时”,每年输出的夏布达 100万元以上,粗细

夏布约 20万匹,而浏阳的夏布每“岁售银百万”。 

在进军新疆之时,湘军无意间打通了中亚的商路,使湖南茶业贸易得以发展。其中,1880—1889 年是湖南茶业在中亚贸易的

“最盛”时期。当时,两湖每年外销茶叶值 1000 多万两,而湖南茶销量就占 60%[74](p.163)。茶叶贸易的发展继而使湖南商人不断成

长、壮大,使湖南从之前的“经商服贾以至外省者亦不数见”
[39](p.79)

逐渐发展成为“经营运销淮盐和茶叶起家”的巨商,甚至其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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力已发展成为“夺取晋茶大利,擅商务大宗”[39](p.172)。 

不但湘军如此,而且清末革命军的兴起也带动了湖南民族手工业的发展。在较有影响的民族手工业者的推动下,有的民族手

工业作坊还成为了革命机关,如长沙“义昌祥成衣店”就是联络革命派的重要机关。革命党人经常在“义昌祥成衣店”召开会议,

分配该店缝制军装,既配合了革命,又促进了该店的发展。该店店主不仅亲赴革命工作,还动员成衣店的雇工作为革命的后勤人员
[61](p.103)。 

当然,战争对民族手工业带来的负面影响也不容置疑。太平天国起义不仅影响了商路的变动,还影响了商民的生计。商路受

阻,作为产米之乡的湖南,“米粮无路行销”,农民买一石谷的收入,“买盐不能十斤”,即使终年辛勤耕作,亦“求免茹淡之苦而

不得,如是而弄困”。简言之,“商贩贸迁阻滞,生计萧条,向之商贾今变而为穷民,向之小贩今变而为乞丐”。商民生计受到影响,

继而使社会更加混乱,盗贼渐多,小民“失业无聊,以饥寒而流为盗贼者,亦复不少”[21](p.592)。 

综上所述,虽然商人的助推、军需的促动等因子影响了商路的变通和商品化的发展,但是在某些方面却无意间起到推动作用。

随着商品化的发展、商路的变动、商人的助推、政府的鼓励和军需的促动,晚清湖南民族手工业在受奸商、行会和战争影响的同

时,还是获得了不同程度的发展,甚至还推动了整个湖南近代民族经济的发展和工业化进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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